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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２０２０ 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ＣＲＲＳ）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家庭收入增长的影响。 研究结果

表明：互联网使用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使用工具变量及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选择不同上网方式对农

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可得到一致性的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在

４１～６５ 岁以及土地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家庭，其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降

低生产经营成本、促进农户与市场有效衔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强金融资金支持、提高社会资本水平五条路径对农户家庭

收入产生影响。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夯实互联网发展基础，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水平；积极发挥互联网多

渠道增收效应，促进农户稳步增收；健全和完善乡村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农民与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民

合理分享数字经济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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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显示，２０２０ 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达 ７．８％，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

规模最大的光纤和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协议第六版（ＩＰｖ６）活跃用户数达到 ４．６ 亿①。 互联网已成为

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撑。 已有研究表明，互联网使

用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进而提高农户工资性收入（杨柠泽 等，２０１９），但是，非农就业也会制约

农户对农业经营的投入，家庭总收入可能受到影响。 并且，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层面互联网普

及率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缺少微观层面关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的研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利用中国乡村振兴调查（ＣＲＲＳ）数据库，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

影响及内在机理，探索互联网使用能否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相较现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

于：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已有研究注重从宏观或微观层面研究互联网对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及企业绩效的

影响，仅有的关注互联网影响农户收入的文献，也缺少对农户收入结构影响的研究。 本文研究发现，互联网

使用对农户家庭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第二，在研究内容方

面，本文实证检验和分析了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民增收的五种重要机制，即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促进农户

与市场有效衔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强金融资金支持、提高社会资本水平五条路径提高农户家庭收入，在
影响机制方面拓展了现有研究。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对于农户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非农就业、土地流转及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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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现有研究一般认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是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 程名望等（２０１６）认为人力资

本能够显著促进农户收入增长；Ｌｅｅ 等（２０１８）认为许多政府将增加教育支出作为缓解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

平等的有效工具；Ｂｒｉｓｓｏｎ 等（２００５）认为作为农户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资本通过促进关系网络中的信

息流动等方式获得回报，能够改善家庭福利；徐戈等（２０１９）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收入多样

化。 总体来说，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家庭增收的机会和能力，社会资本可以提高社会效率和改善农户福利，二
者在促进农户增收和脱贫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关系（李晓嘉 等，２０１８）。

已有研究表明非农就业可以促进农户收入增长（骆永民 等，２０２０）。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非农就业中劳

动力的年龄及农业经营规模（罗明忠 等，２０２０）、本地就业与外出务工从业模式选择（毛学峰 等，２０１６）、性别

（任义科 等，２０１５）等因素会对农户收入产生不同影响。 同时，非农就业在促进农户增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

效应。 例如，社会资本通过降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职业搜寻成本及提高农民非农就业的职业匹配能力，从
而使务工人员获取较高的劳动报酬（刘一伟 等，２０１８）；又如，退耕还林除了能够以现金补贴等方式弥补农户

收入损失外，还可以通过引导和帮助农户外出务工等活动培养农户的创收能力，相比之下，农户通过非农就

业方式实现增收更为重要（王庶 等，２０１７）。
此外，众多学者还从不同视角对农户收入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政策、信贷等因素均会对农户

收入产生显著影响。 李成明等（２０１９）认为农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均存在显著的增收效应；但也有学者

对此持不同观点，认为尽管农地流转有利于增加转入户收入，但并没有显著增加转出户收入（郭君平 等，
２０１８）。 在政策方面，李玉山等（２０２１）认为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具有显著效果，可以提高农户收入多样

性，并降低脱贫人口的生计脆弱性。 在信贷方面，张珩等（２０１８）、梁虎等（２０１９）认为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具

有显著的增收效应，并且具有持续性，但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增收效应具有异质性。
综上可以看出，关于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非农就业等方

面，这些文献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 然而，直接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的文献较少，学术界

主要从宏观层面研究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者从中观层面研究互联网对产业发展、企业绩效的影响

（王可 等，２０１８；万兴 等，２０１７）；并且，鉴于农户收入结构数据可获得性难度较大，相关文献缺少互联网使用

对农户收入结构影响的研究（孙华臣 等，２０２１），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相关机制分析则更为少见。 基于此，本
文尝试从微观角度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的增收效应及相关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互联网使用已成为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 通过使用互联网，农户能够

以极低的成本拓展信息获取渠道、提高资源获取能力、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收入水平。
具体来说，互联网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途径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互联网使用能够减少交易环节，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从而促进农户收入增长。 互联网使用致使市

场高度互联，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受搜寻成本约束的市场范围（邱泽奇 等，２０１６），有效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
信息搜寻成本的降低大幅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性，有效压缩了市场交易环节，节约了交易成本，降低了农户物

资采购成本和产品销售成本。 通过使用互联网，农户可以大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并且能够以更低的信息获

取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灵活调整生产结构，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促进收入增长。
第二，互联网使用能够提高农户对市场交易的关注度，强化农户与市场的有效衔接，进而促进农户收入

增长。 农户借助互联网能够更好了解市场行情和消费趋势，强化与消费者的精准对接，大幅增强市场消费黏

性；而互联网外部性能够形成需求方规模经济（葛继红 等，２０１６），帮助农户扩大农产品销售量，获取规模效

益。 并且，在互联网技术推动下，农户能够运用可追溯等数字科技，更好地打造农产品品牌和区域公用品牌，
提高农产品价格，从而获取更高利润，促进收入增长。

第三，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农户家庭收入增长。 互联网为经济个体有效获取知

识和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能够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资本水平提升（韩先锋 等，２０１９；李丽莉 等，
２０２２），而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农户生产效率，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促进农户收入持续增加（徐戈 等，
２０１９）。 因此，农户借助互联网可以突破传统知识和信息获取的时空限制，拓展信息资源获取渠道，强化信息搜

寻能力、诠释能力和加工能力，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提升家庭经营效率，从而实现家庭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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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互联网能够提高农户正规贷款的可获得性，降低农户金融资金获取成本，为农户收入增长提供保

障。 农户生产经营活动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问题不利于金融机

构向借款人提供金融产品及服务（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１），而传统金融机构因成本较高等原因难以深入到农村地

区的问题则更加突出。 互联网使用能够缓解传统金融对农户的评估排斥、地理排斥和营销排斥等问题（殷
浩栋 等，２０２０），极大地提高农户对正规贷款的可获得性，降低农户的金融资金获取成本，从而促进农户收入

增长。
第五，互联网使用能够增加农户社会资本，进而促进农户收入增长。 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王春超 等，２０１３），而互联网使用是促进农户社会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 首先，互联网使用能够降低

农户维系“熟人社会”网络的通信成本，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使用，有利于丰富农户社交活动，强化农户基于

血缘和地缘的社会联系，进而促进农户社会资本的积累。 其次，互联网重构了以网民和链接关系为基础的网

络传播方式，有利于社会资源向社会个体配置（隋岩，２０１８），社会弱联系网络得到发展，农户社交边界也得

以扩大。 互联网使用在帮助农户维系传统联系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社会弱联系网络，促进了农户社会资本

积累，拓展了农户增收的社会资源，从而有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 １：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农户增收。
研究假说 ２：互联网使用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促进农户与市场有效衔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强金

融资金支持、提高社会资本水平等五个机制促进农户收入增长。

二、数据与实证方法

（一）数据介绍

本文所使用的微观数据来源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ＣＲＲＳ）２０２０ 年全国数据。 ＣＲＲＳ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经济社会调查项目“乡村振兴综合调查及中国农村调查数据库项

目”所进行的全国调查。 首先，为了强化样本代表性，项目组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农业农

村发展情况等因素，按照随机分层抽样原则，从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按照分区省份数量 １ ／ ３ 的比例共

抽取了 １０ 个省份②；其次，根据人均 ＧＤＰ 水平将各省份所有县（市、区）分为 ５ 个组，并在考虑县域地理空间

均匀分布情况下，从每个县（市、区）组内随机抽取 １ 个县，即每个省份抽取 ５ 个县（市、区）；再次，按照高、
中、低三种经济发展水平，在每个县（市、区）随机抽取 ３ 个乡（镇），并且每个乡（镇）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抽取

经济发展较好和较差的行政村各 １ 个；最后，调研员采用等距离取样法从行政村的花名册中随机抽取 １２～１４
户农户，就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户收入等情况展开调研。 由于本文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

响，因而将相关收入、控制变量特征缺失及异常的数据剔除，最终得到 ２２８０ 个农户样本。
（二）变量定义与描述

１．农户家庭总收入

农户家庭总收入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 ２０１９ 年农户家庭收入总额；其构成包括农业经营性收入、非农

业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几部分；收入细目和总额在统计过程中均不扣除生活性

成本支出。 调研员根据农户各项收入的具体含义分别进行单独核算，从而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 为了使变

量减小异方差以及尽量符合正态分布，本文对有关家庭收入的变量进行自然对数转换。
２．互联网使用

互联网使用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在参考毛宇飞等（２０１７）、聂爱云等（２０２１）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

为采用“是否使用互联网”指标概念较为宽泛，可能无法准确衡量农户互联网使用情况。 随着互联网硬件设

备快速普及，农户利用多设备进行上网日益普遍。 相比之下，采用“互联网综合使用情况”指标能够更准确

地刻画农户使用互联网的强度，从而有效减少变量衡量和模型估计误差。 因此，在借鉴朱秋博等（２０２２）研
究基础上，根据问卷内容，本文将互联网使用情况定义为“农户家庭上网方式的数量”，包括智能手机、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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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本或台式电脑等，并将其作为互联网使用情况的衡量指标。
３．控制变量

在参考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将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引入计量模型，以降低模型估计偏误。 其

中，户主层面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层面特征包括家庭劳动力

禀赋、家庭成员平均年龄等情况；村庄层面特征包括村庄交通条件、村庄经济水平。 同时，为验证估计结果的

稳健性，在回归中会控制不同层面的变量。 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代码 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户家庭总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 ２０１９ 年农户家庭收入总额（元），取对数 １０．６９８６ １．１３１４
农业经营性收入 ＡｇｒＩｎｃ 农户家庭扣除生产成本后农业经营性收入总额（元），取对数 ６．３３６６ ４．４７６０

非农业经营性收入 ＮｏｎＡｇｒＩｎｃ 农户家庭扣除生产成本后非农业经营性收入总额（元），取对数 １．５０８０ ３．７２１６
工资性收入 ＷａｇｅＩｎｃ 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总额（元），取对数 ６．８０４１ ４．９７５９
财产性收入 ＰｒｏｐＩｎｃ 农户家庭财产性收入总额（元），取对数 ２．９７３３ ３．８１３１
转移性收入 ＳｕｂＩｎｃ 农户家庭转移性收入总额（元），取对数 ７．４０１５ ２．５９８７

核心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上网方式数量 １．２６６７ ０．７５１１
户主特征 户主性别 Ｍａｌｅ 男＝ １；女＝ ０ ０．９３７７ ０．２４１７

户主年龄 Ａｇｅ 年龄 ５６．２８６４ １１．２１６５

户主受教育程度 Ｅｄｕ 未上学＝ １；小学＝ ２；初中＝ ３；高中 ＝ ４；中专 ＝ ５；职高技校 ＝ ６；大

学专科＝ ７；大学本科＝ ８；研究生＝ ９ ２．７４１７ １．０４２９

户主政治面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是党员＝ １；不是党员＝ ０ ０．２２８１ ０．４１９７
家庭特征 家庭劳动力禀赋 Ｌａｂｏｒ １６～６０ 岁家庭成员数量 ２．５２２４ １．４１３１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ＡｇｅＭｅａｎ 岁 ４３．９２２７ １３．７４７８
村庄特征 村庄交通条件 Ｔｒａｎｓ 村委会到县政府的距离（千米） ２２．３４４０ １６．５３８７

村庄经济条件 ＣｏｕｎｔｙＥｃｏ 是贫困村＝ １；不是贫困村＝ ０ ０．２９４３ ０．４５５８

（三）实证方法

１．基准回归

为度量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Ｙ＝α＋θ Ｄｉ＋β Ｘ ｉ＋εｉ （１）

（１）式中，Ｙ 表示农户家庭收入；ｉ 表示不同的样本农户；Ｄ 表示农户互联网使用情况；Ｘ 表示户主层面、
家庭层面、村庄层面的特征变量；α 和 ε 分别表示常数项和随机干扰项。

２．内生性处理

互联网使用是个体决策行为，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为了解决关键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 工具变量既要满足与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相关性的条件，又要保证变量的外生

性。 本文借鉴 Ｄｈａｌｉｗａｌ 等（２０１６）的思想，采取栾江等（２０２１）的做法，选择农户所在县域其他行政村农户互

联网使用平均数量作为工具变量。 一方面，ＣＲＲＳ 数据涉及全国 １０ 个省份 ５０ 个县（市、区），由于同一个县

域互联网基础设施大致相同，县域内其他村庄农户互联网使用情况与受访农户互联网使用情况存在相关性；
另一方面，其他村庄农户互联网使用情况理论上并不会直接影响受访农户家庭收入情况，满足外生性条件。

同时，本文还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一般而言，农户互联网使用行为与其禀赋特征密

切相关，而且可能是基于家庭收入水平提升的预期所做出的决策。 因此，农户互联网使用可能是“自我选

择”的结果。 为了得到使用互联网农户（干预组）相比不使用互联网农户（控制组）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可
以借助反事实估计结果。 然而，截面数据只能呈现一种状态，难以寻找严格意义上的反事实结果，因而在一

些假设条件下对反事实结果进行构造就成为可行的办法。 倾向得分匹配（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ＳＭ）
能够在大样本截面数据条件下实现对反事实结果的构造，因而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解决可能存在的

自选择偏误问题。 首先，预测倾向得分值。 本文根据互联网使用情况，生成“是否使用互联网”变量，根据观

测到的协变量，利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农户出现在干预组的概率。 其次，设置一对一匹配、ｋ 近邻匹配、半径匹

配等匹配方法，根据倾向得分值进行匹配，在控制组中寻求使用互联网农户组的反事实结果。 最后，根据匹

配后的样本来计算干预组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ＡＴＴ），即干预组与控制组

在农户家庭收入变量上的平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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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量分析

（一）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基准回归

表 ２ 是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模型（１）加入了户主层面的控制变量，模
型（２）加入了户主及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模型（３）加入了户主、家庭及村庄三个层面的控制变量。 结果均

显示，互联网使用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初步印证了假说 １。

表 ２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５２５２∗∗∗ ０．４１４１∗∗∗ ０．４０９３∗∗∗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３１６）

Ｍａｌｅ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４７７ －０．０４２５
（０．０８７５） （０．０８５４） （０．０８５３）

Ａｇｅ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５）

Ｅｄｕ ０．０３７３∗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４７５∗∗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２２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０．０９２８∗ ０．１２８６∗∗ ０．１２６３∗∗

（０．０５３０） （０．０５１６） （０．０５１５）

Ｌａｂｏｒ ０．１５００∗∗∗ ０．１４９７∗∗∗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１９３）

ＡｇｅＭｅａｎ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４）

Ｔｒａｎｓ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３）

ＣｏｕｎｔｙＥｃｏ －０．１３８６∗∗∗

（０．０４７９）

＿ｃｏｎｓ １０．９１４１∗∗∗ １０．３８６１∗∗∗ １０．３８５７∗∗∗

（０．１６９７） （０．１８７１） （０．１９５７）
Ｒ２ ０．２０９９ ０．２５３４ ０．２５６５
Ｆ １２０．８０７５ １１０．１６０４ ８６．９９６２

样本数 ２２８０ ２２８０ ２２８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下同

除了对农户家庭总收入有调查外，ＣＲＲＳ 对农户家庭农业经营性收入、非农业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都有详细的调查。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影响结果如表 ３ 所示。 从表

３ 可见，使用互联网可以显著提高农户家庭非农业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对转移性收入有正

向影响，但结果不显著。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经营性收入具有负向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互联

网使用综合水平越高的农户家庭，其进行非农就业和兼业的可能性也越大，导致其农业经营投入不足，从而

降低了其农业经营性收入。 考虑到不同农户家庭经营规模存在差异，本文就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土地规模农

户家庭农业经营性收入的影响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４ 所示。 从表 ４ 可见，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土地小规模

经营农户家庭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对土地中规模经营农户家庭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影响不显著，而对土地大规

模经营农户家庭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影响显著为正。 其原因可能为，在使用互联网条件下，为了追求更高收

入，土地小规模经营农户家庭更倾向于非农就业，从而减少了农业经营活动，而土地大规模经营农户家庭拥

有明显的土地资源优势，互联网使用能够进一步释放农地规模经济效益，从而提升其农业经营性收入。

表 ３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ＡｇｒＩｎｃ ＮｏｎＡｇｒＩｎｃ ＷａｇｅＩｎｃ ＰｒｏｐＩｎｃ ＳｕｂＩｎ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４４９１∗∗∗ １．０６８６∗∗∗ ０．４７４６∗∗∗ ０．７３１７∗∗∗ ０．０５７７
（０．１４０９） （０．１１５５） （０．１４８２） （０．１２１１） （０．０７９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５．４８３６∗∗∗ １．３８３４∗ ６．０３０９∗∗∗ ０．９８７４ ４．３６３３∗∗∗

（０．８７２３） （０．７１４８） （０．９１７１） （０．７４９５） （０．４９２５）
Ｒ２ ０．０５６３ ０．０８３４ ０．１５５９ ０．０４０１ ０．１０７７
Ｆ １５．０４４９ ２２．９４２２ ４６．５９７９ １０．５２７１ ３０．４３５４

样本数 ２２８０ ２２８０ ２２８０ ２２８０ ２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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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土地规模经营农户家庭农业经营性收入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土地小规模经营 土地中规模经营 土地大规模经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５３７３∗∗∗ ０．２６０８ ０．５１８６∗∗∗

（０．１７７８） （０．１７９３） （０．１８５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３．６９１５∗∗∗ ８．９５１０∗∗∗ １０．２３８７∗∗∗

（１．２４１６） （１．０７４４） （０．９９３９）
Ｒ２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３４１
Ｆ ２．６７７５ １．５１６９ ２．９５８３

样本数 ７７０ ７０９ ７３７

（二）内生性问题处理

表 ５ 为工具变量方法估计的结果。 第一阶段回归估计结果中的 Ｆ 统计量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不是

弱工具变量，而第二阶段回归估计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促进效应，且在 １％水平上显

著。 模型结果均表明，在考虑内生性情况下，互联网使用有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进一步验证了互联

网使用对农户家庭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

表 ５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二阶段 一阶段

（２）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二阶段 一阶段

（３）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二阶段 一阶段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１．０６２７∗∗∗ １．０１１８∗∗∗ １．０６８６∗∗∗

（０．０７８４） （０．０８４２） （０．０９２８）

ＩＶ ０．６１４０∗∗∗ ０．５６６４∗∗∗ ０．５３８８∗∗∗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２８２）
户主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Ｆ 统计量 １９１．９８ １７８．９０ １４１．３６
Ｒ２ ０．２９６８ ０．３５５３ ０．３５９２

样本数 ２２８０ ２２８０ ２２８０

此外，本文基于一对一匹配、ｋ 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样条匹配、马氏匹配等 ７
种匹配方法对匹配后使用互联网与未使用互联网农户家庭收入的平均差异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６。 表 ６ 显

示，在消除干预组与处理组间可观测系统性差异后，使用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户家庭收入，估计结果均在

１％或 ５％水平上显著，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 ６　 是否使用互联网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 ＰＳＭ 估计结果

匹配方法
农村居民家庭年收入对数

干预组 控制组 ＡＴＴ
标准误

共同支撑样本

干预组 控制组

（１）一对一匹配 １０．７１３１ １０．０４６４ ０．６６６７∗∗ ０．２１２５ １５８４ ２２８
（２）ｋ 近邻匹配 １０．７１３１ ９．９３２０ ０．７８１０∗∗∗ ０．１７６５ １５８４ ２２８
（３）半径匹配 １０．７１２０ ９．８５１７ ０．８６０３∗∗∗ ０．１６９５ １５７９ ２２０
（４）核匹配 １０．７１３１ ９．８９９７ ０．８１３４∗∗∗ ０．１４６４ １５８４ ２２８

（５）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１０．７１３１ ９．８６８１ ０．８４５０∗∗∗ ０．２１２５ １５８４ ２２８
（６）样条匹配 １０．７１３１ ９．８８５５ ０．８２７６∗∗∗ — １５８４ ２２８
（７）马氏匹配 １０．８１７７ ９．９９４８ ０．８２２９∗∗∗ ０．１３９０ ２０５０ ２３０

　 注：一对一匹配采取有放回的方式；ｋ 近邻匹配中，ｋ 为 ４；半径匹配中，半径选取 ０．００１；核匹配中，核函数为 ｎｏｒｍａｌ，带宽为 ０．０６；局部线性回

归匹配中，核函数为 ｎｏｒｍａｌ，带宽为 ０．８；样条匹配采用 １００ 次迭代自助抽样方法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对不同上网方式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进行估计，即分别对是否使

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或台式电脑上网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７。 由表 ７
可知，采用不同设备上网的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相近，即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或台式电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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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均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７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是否使用手机上网
０．３５３６∗∗∗

（０．０７６３）

是否使用平板上网
０．６３４２∗∗∗

（０．０６９６）

是否使用电脑上网
０．５２６９∗∗∗

（０．０５０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１０．５８７６∗∗∗ １０．９７３７∗∗∗ １０．８３７２∗∗∗

（０．２２１７） （０．１９９２） （０．１９７８）
Ｒ２ ０．２０９２ ０．２２８６ ０．２３８４
Ｆ ８２．３３４９ ８５．７９３６ ８７．０９５２

样本数 ２２８０ ２２８０ ２２８０

（四）异质性检验

上文验证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的增收效应，下文将根据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土地

经营规模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 ８。 选择将受教育水平作为异质性划分标准是由于互联网作为一种技

术进步，不同受教育水平农户的使用效果可能存在差异；选择将年龄作为划分标准是因为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代表了农户家庭生命周期，互联网使用对不同生命周期家庭的收入可能存在异质性影响；将土地经营规模作

为划分标准主要是考虑到土地是最基础的生产资料，不同土地经营规模的农户可能会选择不同的经营模式，
从而导致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产生异质性影响。

表 ８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结果

Ａ 栏：基于不同教育程度分组的回归结果

低受教育水平 中受教育水平 高受教育水平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４７４１∗∗∗ ０．３７９７∗∗∗ ０．３６７８∗∗∗

（０．０５３１）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７００）
Ｂ 栏：基于不同年龄分组的回归结果

１８～４０ 岁 ４１～６５ 岁 ６６ 岁及以上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３３６１∗∗∗ ０．４７６５∗∗∗ ０．２１６９∗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４５８） （０．１２９５）
Ｃ 栏：基于不同土地经营规模分组的回归结果

小规模 中规模 大规模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５８６７∗∗∗ ０．４９９８∗∗∗ ０．３７１６∗∗∗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６１９）

首先，根据户主受教育水平将样本分为低受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中受教育水平（受教育程度为初

中）、高受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上）三个类别，并将户主受教育水平的控制变量从回归模型中剔除。 三类不同

受教育水平的农户家庭均能够通过使用互联网提高家庭收入；而互联网使用对低受教育水平的农户家庭增

收的边际效应最为明显，可能的原因是，低受教育水平的农户家庭相对更加缺乏信息获取渠道，因而其互联

网使用的边际效应最大。
其次，在参考唐林等（２０２１）的研究及我国年龄划分相关标准的基础上，本文将样本分为 １８ ～ ４０ 岁、４１ ～

６５ 岁、６６ 岁及以上三个组。 回归结果显示，三个组互联网使用变量系数至少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其中 ４１～６５
岁组农户家庭互联网使用回归系数最大，１８ ～ ４０ 岁组农户家庭的互联网使用系数居中，６６ 岁及以上组农户

家庭的互联网使用系数最小，说明互联网使用对 ４１～６５ 岁组农户家庭增收效应最为明显。 原因可能为，４１～
６５ 岁组农户家庭社会经验等综合优势最为突出，互联网使用的边际效应最大，而 １８ ～ ４０ 岁组农户家庭由于

发展阶段等因素制约，综合优势低于 ４１～６５ 岁组农户家庭，而 ６６ 岁及以上组家庭综合优势最低。
最后，根据农户家庭土地经营面积将样本分为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三个层次。 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

显著促进了不同土地经营规模农户家庭收入的增长；其中对土地小规模经营农户家庭的增收效应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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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模次之，大规模最小。 原因可能是，土地小规模经营农户信息获取渠道相对较少，随着综合水平的提升，
互联网使用对家庭的增收效应也快速显现，而互联网使用对土地中规模、大规模经营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边

际效应相对较低。

四、机制分析

本部分对互联网使用提高农户家庭收入的具体机制进行分析。 根据 ＣＲＲＳ 数据库已有的数据指标，本
文将从生产成本、市场获取、人力资本、金融支持、社会资本五个角度进行机制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９—１３
所示。

第一，本文从农业经营成本视角验证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 互联网能够减少市场中间交

易环节，在降低农户购买生产资料成本的同时，极大提升农户购买生产资料的便利度；并且互联网平台为溯

源监管创造了条件，可以保障农业生产物资质量，有利于提升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生产效率。 因此，本文选择

是否网上购买农业生产物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来衡量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经营成本的影响。 互联网使用对是否网上

购买生产物资的回归系数及边际效应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农户通过互联网购买农资的概率，说明

互联网使用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提升农户收入水平。

表 ９　 基于降低经营成本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ｂｉｔ ｄｙ ／ ｄｘ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Ｌ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２６０７∗∗∗ ０．０７０６∗∗∗ ０．３７１７∗∗∗

（０．０４５５）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３２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０．３７７０∗∗∗ ０．３０９１∗∗∗

（０．０５２９） （０．０５１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１７４６ １０．６８１５∗∗∗ １０．１８１４∗∗∗

（０．２８５１） （０．２０００） （０．１９９１）
Ｒ２ ／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１５４ ０．２１７２ ０．２６１６

样本数 ２２０９ ２２０９ ２２０９ ２２０９

第二，本文从市场获取角度验证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选择农户是否通过互联网关注产品

市场交易（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来衡量农户市场获取能力。 从验证结果看，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农户关注产品市

场交易的概率。 互联网使用能够提升农户对市场信息获取的效率，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引导农户根据市

场行情调整生产经营结构，促进农户与市场的有效衔接，提高农户市场获取能力，尤其是帮助农户借助农村

电商、直播等方式提升农产品市场价值，从而提升农户收入水平。

表 １０　 基于强化与市场有效衔接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ｉｔ ｄｙ ／ ｄｘ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Ｌ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２８４２∗∗∗ ０．０１６９∗∗∗ ０．４０２７∗∗∗

（０．０８３０）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３２１）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０．４４０２∗∗∗ ０．３０６０∗∗

（０．１３３１） （０．１２９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１．８７５０∗∗∗ １０．９１４２∗∗∗ １０．３４２３∗∗∗

（０．５２３３） （０．１９８９） （０．１９７４）
Ｒ２ ／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５０１ ０．１９６９ ０．２５０９

样本数 ２１９０ ２１９０ ２１９０ ２１９０

第三，互联网拓宽了农户信息获取渠道，显著降低了农户获取知识的门槛。 本文选择农户是否通过互联

网进行学习教育（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来验证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 验证结果表明，随着互联网使用综

合水平的提升，农户通过互联网进行学习教育的概率显著提高。 互联网使用提升了农户对海量信息的整合

和处理能力，农户能够根据农业生产或非农就业等不同工作需要进行相应知识的搜寻和学习，促进自身人力

资本的积累，为收入增长提供人力资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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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基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ｂｉｔ ｄｙ ／ ｄｘ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Ｌ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２９２３∗∗∗ ０．０３６３∗∗∗ ０．３９９８∗∗∗

（０．０６１０）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３２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０．３２５９∗∗∗ ０．２１１１∗∗

（０．０８４７） （０．０８２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１．５０２１∗∗∗ １０．８９９８∗∗∗ １０．３３８４∗∗∗

（０．３８７０） （０．１９８８） （０．１９７４）
Ｒ２ ／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０７３ ０．１９８４ ０．２５１３

样本数 ２１９０ ２１９０ ２１９０ ２１９０

第四，正规的金融贷款能够为农户生产和生活提供资金保障，因此，本文选取农户是否获取正规金融贷

款（Ｌｏａｎ）来验证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金融获取的影响机理。 从验证结果可以看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获取正

规金融贷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农户使用互联网可以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贷款违约风险，并且简化贷

款手续，在提高正规金融贷款可获得性的同时，保障贷款的低成本、灵活性和普惠性，为生产和生活提供金融

资金保障，进而促进收入增长。

表 １２　 基于增强金融资金支持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Ｌｏａｎ

Ｐｒｏｂｉｔ ｄｙ ／ ｄｘ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Ｌ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２００８∗∗∗ ０．０６９２∗∗∗ ０．３９２７∗∗∗

（０．０４３３）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３１８）

Ｌｏａｎ ０．２８７７∗∗∗ ０．２３５１∗∗∗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４４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２２３９ １０．７８９８∗∗∗ １０．２３５４∗∗∗

（０．２６２９） （０．１９８４） （０．１９７２）
Ｒ２ ／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８５２ ０．２１４１ ０．２６４１

样本数 ２２５６ ２２５６ ２２５６ ２２５６

第五，个体所认识和交往的社会成员数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社会资本规模。 已有文献一般以人

员交往的亲朋好友数量或者交往花费来衡量社会资本（叶静怡 等，２０１４）。 在参考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根
据样本数据，本文选择农户可以借 ５０００ 元及以上亲朋好友的数量（Ｓｏｃｉａｌ）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验证互

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 验证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积累。 互联网

使用能够拓展农户社会关系网络，促进农户社会资本的积累，而社会资本水平的提升可以弱化信息不对称的

负面影响，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拓宽农户就业选择范围，提高就业质量，从而促进其收入水平增长。

表 １３　 基于提高社会资本水平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２．１３３４∗∗∗ ０．３４１４∗∗∗

（０．２７８８） （０．０３２３）

Ｓｏｃｉａｌ ０．０３０４∗∗∗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２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２．３６７６ １０．８３０９∗∗∗ １０．３５２０∗∗∗

（１．６８２４） （０．１９４６） （０．１９５１）
Ｒ２ ０．０８８２ ０．２３９１ ０．２７６３

样本数 ２１９１ ２１９１ ２１９１

此部分验证了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强化与市场有效衔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强

金融资金支持、提高社会资本水平五条路径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印证了假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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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使用工具变量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解

决内生问题后，结论仍然成立。 从土地经营规模角度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土地小规模经营农户家庭农业经营

性收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土地中规模经营农户家庭影响不显著，而对土地大规模经营农户家庭农业经营

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利用不同上网方式对农户家庭收入进行稳健性检验，互联网使用能够提升农

户家庭收入水平的结论依然稳健。 异质性分析表明，低受教育水平、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在 ４１～６５ 岁、土地小

规模经营农户的互联网使用增收效应更为明显。 互联网兼具技术进步和信息载体属性，它主要通过降低生

产经营成本、促进农户市场有效衔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强金融资本支持和提高社会资本水平等五条路

径对农户家庭收入产生影响。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保障农民稳步增收，促进农民分享数字经济红利，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夯实互联网发展基础。 政府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优化升级，尤其

是要提升农村地区互联网接入质量和加快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推进互联网使用与乡村全面振兴深度融合；
还要积极推动农村居民智能终端升级换代，提高多种互联网终端电子产品的普及率，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水

平（周水平 等，２０２１）。 第二，积极发挥互联网多渠道增收效应。 要积极推动互联网使用与农村电子商务发

展、信息服务供给、网络教育培训、数字普惠金融等协同发展，为农户收入增长拓宽渠道（夏庆杰 等，２０２１）。
第三，在共同富裕框架下发挥互联网的增收效应。 应提高社会服务数字化普惠水平，不断完善农民与各类市

场主体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优质资源共享；健全乡村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保障

农民合理分享数字经济红利。

　 　 ①数据来源：《“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２２－０１ ／ １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６７８１７．ｈｔｍ。
②东部地区省份包括浙江、山东、广东；中部地区省份包括安徽、河南；西部地区省份包括贵州、四川、陕西、宁夏；东北地

区省份为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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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ｂｙ ｆａｒｍｅｒｓ； （２）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ｄ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ｐｌａ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ｔｏ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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